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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
李 帆

(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对于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是辛亥革命

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出

现了一系列颇有建树的成果，笔者也作过些许研究。
但从研究现状看，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拟从文
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观念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认同

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再对这一问题作

些粗浅探讨。

一

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何谓“民族”( nation) ①，如何
定义，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东西方学术界曾
对之作过大量研究，提出种种解释，但众说纷纭，迄无

定论，以致一个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西方学者说:

“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 然而，从
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1］( P3) 在中
国学术界，以往关于民族的定义有这样的说法，即民族

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
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
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

同体。”［2］( P783) 很显然，这是自斯大林的定义演变而来
的。这样的定义及所归纳出的特征，是基于事实的观
察与分析而作出的概括，客观色彩浓厚，但相对缺乏主

体意识。所以，有学者在认可客观标准的前提下又认
为:“主观方面，构成民族的要素则是民族意识( national
consciousness)。”［3］( P253) 所谓民族意识，是指一个民族
共同的自我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存在、地位、利
益、价值和文化传统的自觉。这样一种民族意识显然

是主观认同的结果，即民族意识是通过“民族认同”
( national identity) 来实现的。民族认同意味着社会成
员以“民族”互相认同，并以“民族”结成共同体。在这
个意义上，民族和民族认同密不可分，民族之产生离不

开这种认同。
在中国，民族与民族认同是历史的产物。上古之

时，诸部落在不同环境下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族群，

其中华夏族处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拥有农耕经

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从而具有在各族群中的领导地

位，形成了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在华夏族的演进历程
中，自我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出现
甚早，所以自我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这是华夏族不同

于他族的关键所在，“夷夏之辨”乃由此而来。也就是
说，所谓“夷夏之辨”，更多地是一个文化观念，而非纯
粹种族之界定。这样的民族认同，颇具文化认同意味，
即以文化作为不同民族区隔的标志。可以说，这是古
代中国特有的民族认同方式。到晚清以降，情形发生
了变化，即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古代既有联系，又

有较大差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认同意识，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与中国民族

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一致，政治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作

用，体现出鲜明的近代色彩。
在近代欧洲，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往往与民族国家

的兴起分不开。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异，民族与民族
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也不同，其中最典型的是德、法两
国。一般认为，德国是民族先行，法国是国家先行; 或
者谓德国是文化先行，法国是政治先行。在 19世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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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nation”一词通常译作“民族”，但“民族”一词在汉语中颇多歧义，往往包含种族、族群等不同层面的含义，故而目前有学者以“国族”译“na-
tion”。



国统一过程中，俾斯麦功绩卓著，其铁血政策发挥了巨

大作用，但决定德国统一的社会文化基础是日尔曼人

共有的日尔曼文化和精神。日尔曼人对这种文化和精
神天然的、无条件皈依的情感，才能把散居在各个邦国
的日尔曼人凝聚在一起。法国在历史上的较长时间里
有稳定的疆域，“民族”一词在 17、18 世纪已开始具有
政治上的含义，即在特定领土内共同受一政府统治下

所有居民的总称。到法国大革命时第三等级就将自身
等同于法国民族，国民会议成员自然而然都自认为是

民族的代表。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国家政治力
量的不断推动，使法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
正因如此，有人才称德国人是文化民族，法国人是政治

民族。这两种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在其他的民族国家
身上也有突出体现。
关于“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划分，美国政治

学家多伊奇作过界定，认为前者指历史形成的文化共

同体，后者是“拥有国家的群体，或已经产生准政府功
能，有能力制订、支持、推行共同愿望的群体”①。按此
说法，似乎所有主权国家都可以称为“政治民族”，国家
和民族甚至可以混为一谈。若将多伊奇的学说运用于
现实中国，那么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应属于“文化民族”，
而包括几十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就属于“政治民族”
了。但从中国历史考察，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文化民
族”和“政治民族”不可截然二分。作为“政治民族”的
“中华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为根基并在历史发展的特殊
时期形成政治认同的，此一政治认同表现在民族认同

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上，即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民族

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上。在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
认同的历史时，观念出发点应该在此。

二

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
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

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

成的。”［4］( P1) 按照这一论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形成
乃至发展、壮大是个自在的渐进过程，而非自觉过程。
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非常短，是

近百年来的事情。换句话说，所谓“自在”的中华民族，
很大程度上是指数千年来居于中华大地并基于华夏文

化认同的松散群体，即对于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情感上

还缺乏强烈认同的群体; 而“自觉”的中华民族则指在
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于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情感上有

着强烈认同的群体，从而形成基本一致的政治认同，使

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民族国家认同一致起来，而且拥

有了一个共同的民族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
应该说，“中华民族”这一符号或概念至关重要，它

是近代民族认同的核心环节，它的出现乃至最终在全

社会得以确立，方使得中华民族以自觉面目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那么，“中华民族”这一名词何时出现? 其
起源与衍化的情形又如何呢? 据学者研究，“中华”一
词起源于魏晋，最初用于天文方面，是从“中国”与“华
夏”两个名称各取一字复合而成。古人宗信“天人相
与”，天文分野，取与地理区域相配合，当时天文星野有
“中华”名称，地理上当亦有此观念，而且作为地域名
称，“中华”与“中国”相同。此外，魏晋之时，世家大姓
自诩“衣冠华族”，备受尊崇，“中华”一词最初也许与这
些“衣冠华族”相关，逐渐地扩及于指传统文化和具有
这种文化的人民。所以，在古代，“中华”既是地理名
称，又是文化与民族称谓，尤其是指文化与民族。“中
华”一词与1830年代进入中国的“民族”概念相结合②，
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词汇，相应的思想观念也
就此产生。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概念及其思想观念的出

现，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历史产物。
各国列强对中国一再变本加厉的侵略扩张，加重了中

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灾难，同时也逐步唤醒了他们的

民族意识，这一情形，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尤为明显。这
种民族意识，在各民族的先进分子中首先得到阐扬，并

使得他们在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中采取一致行动。
尽管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努力已使“中

华民族”观念浮上水面，但其真正作为一个词汇被提出
并得到认可，还是有一个过程的。从现有资料看，清末
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很可能是伍廷芳③。1900
年 11月 20日，伍廷芳在《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
因》的演说中，指斥外国在华报刊对中国政府及其官员
的连篇累牍的指责，认为“它总的论调很可能引起全中
华民族反对外国人和外国事物”［5］( P106)。不过，伍廷芳
只是在演说中用了“中华民族”这个词汇，而且是用英
语表达，并未见他对此予以阐发。而在中文世界里首
先提出“中华民族”词汇并作阐发者，恐怕当为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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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
有学者指出，与今日所言之“民族”概念相关联的，应是1830年代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最早在中文著作里所用者。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

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参见林家有《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九辑) ，

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超［6］。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势》中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他说:“齐，海国
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
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7］不
过，梁氏于此虽用了“中华民族”词汇，但其内涵与今人
心目中的“中华民族”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从其文章整
体来看，其所谓“中华民族”所指仍是华夏族，即汉种
( 汉族) ①。1905 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
察》一文中数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指出，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同时又以
事实进行论证，说明先秦时华夏族之外的各个民族，最

终大都融入华夏族，从而证明“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
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8］。这样的看法表明，尽
管梁启超仍把“中华民族”作为汉族的代名词，但显然
不再把汉族看作是单一民族，而是由多民族“混合而
成”。
梁启超之后，著名立宪派人物杨度也使用了“中华

民族”一词，以阐发其民族观念和关于民族问题的看
法。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言:“中国向来虽
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
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

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
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

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
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
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

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
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
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

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
说。”［9］( P373—374) 这样的见解和认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

特有的文化民族观念而作的现代阐发。依此而言，中
华民族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乃为一文化之族
名”。所谓汉民族，源自“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
民族之名也”，其民族之名则为“中华”。
梁启超、杨度等人对于“中华民族”的阐发，有一显

著共同特点，即把文化认同视为中华民族认同的根本。
这与中国传统的认同理念一脉相承。在中国传统里，
民族观念的核心是所谓“夷夏之辨”。“夷夏之辨”最初
出现时，人们主要是从族类差异来区别夷、夏的。所谓
族类差异，既指人种之别，也包括地域、语言、习俗、生
活方式等的差异，而且后者渐居主导。人们认为华夏

诸国在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都高于、优于夷狄，华夏
乃“礼仪之邦”，而夷狄则“被发左衽”、未臻开化。孔子
虽也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重族类
差异，但更强调“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
诸夏之”，即以礼( 文化) 来区分夷夏。孟子继承并发展
了孔子的观点，提出“用夏变夷”，强调“吾闻用夏变夷
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亦即只能用华夏文化改造夷，绝
不可能以夷变夏。此种“夷夏之辨”，已超越种族、血统
等因素，而视文化因素为最高认同符号，即把文化认同

置于核心地位。就此而言，在民族认同问题上，文化认
同是根本，“中华民族”观念之提出和逐渐深入人心，与
此密切相关。

三

梁启超、杨度利用传统资源，以文化认同作为根本
来论证“中华民族”存在的合理性，当然是高明之举，而
其背后则有政治上的用心与考量。当时正值辛亥革命
之前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激烈争辩之际，保皇立宪与

排满革命两种立场针锋相对。梁启超在论及“中华民
族”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时，往往是与其所主张的“大
民族主义”思想相提并论，认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
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
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 合
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10］这种
“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构成的“大民族”，是为了“对
于国外诸族”，当然是政治意义上的，实即为“中华民
族”。梁氏力主“平满汉之界”，以“大民族主义”观念解
决民族纷争，建立君主立宪国家，所以大倡“中华民
族”。与之相反，革命派激进人士则主张排满革命，彻
底推翻清王朝，建立汉族统治的国家。政治立场的不
同，使得两派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存有差异，梁启超的

“大民族主义”实未得到普遍认同，而“中华民族”观念
也很少为革命党人阐发。
清末，中国知识精英的民族国家理论建构，其思想

资源大体皆来自西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核心
是国家由民族组成，一民族一国家。这样的观念，对革
命派影响很大。1903年，《浙江潮》发表余一的《民族主
义论》说得很直接，“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
家，是曰民族主义”，并主张“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
国”［11］。换言之，民族国家只能由单一民族组成。1904
年《安徽俗话报》发表三爱( 陈独秀) 《说国家》一文也
指出，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但是一国的人民，一定是
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断断没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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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民族，夹七夹八的住在一国，可以相安的道理。所
以现在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若单讲国家主义，不讲民族国
家主义，这国家倒是谁的国家呢? 原来因为民族不同，

才分建国家，若是不讲民族主义，这便是四海大同，天

下一家了，又何必此疆彼界，建立国家呢?”［12］此文重点
指出民族国家建构中需要解决一个极其重要的问

题———“谁的国家”? 即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问题。在
清末特殊情势下，有关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问题，比任

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也更为敏感。“谁的国家”问题的
提出，在向世人昭示着认同选择问题，何去何从?

革命派人士此时正在大倡中国传统的“夷夏之
辨”，痛斥满清民族压迫，为排满革命寻求各种依据。
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理论的传播，恰恰为他们
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两相结合，一个重要问
题就被提了出来并引起各方关注，即“满族是否属中国
人”，或“满族是否属中国民族”，因为这关系到民族国
家的建构是否包括满族人在内，是“合满建国”还是“排
满建国”，该问题直接决定了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道
路。对于力主“排满建国”的革命派来说，所认同并欲
建立的自然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为此，他们从种族、
历史等各方面论证出“满族异族论”来，认为:“今所谓
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

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

也。”［13］( P273) 这样，他们心目中的满族人根本就不是中
国人。为了强化这种观念，他们把明清鼎革之际民族
屠杀的历史重新提出来，在报刊中一再渲染满族人当

年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血案;还把清
王朝一直推行的“满汉之别”的民族政策，论证为满族
异族的历史证据。总之，强调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
其结论是“满族异族”，根据西方输入的主权国家的原
则，异族入我中国则中国实亡，故而一些革命派人士大

倡“中国已亡”说，言辞激烈。
在“中国已亡”说的支配下，这些革命派人士认为

“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清国只不过是一家一姓之
私号、一族之私名也。当然，对他们而言，排满不是终
极目的，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目标是要建立

单一的汉族民族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5
年，革命派团体同盟会创立时，其纲领为“驱除鞑虏，恢
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里的“中华”，显然是
将满族排斥在外的汉族之代称。另外，为了强化汉族
认同，一些革命派人士把传说中的黄帝论证为汉族祖

先，指出:“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
种之鼻祖者，谁乎? 是为黄帝轩辕氏。”并提倡改用黄
帝纪年，以唤起同胞的民族自觉［14］( P3)。

从上述革命派人士的一些观念和举措来看，他们

“排满建国”的逻辑是相当清晰的，即先论证出“满族异
族”之说，接着指出“中国已亡”，于是要救国必然要“排
满”，最终建立起汉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很显然，这
也是一种民族认同的产物，即与“大民族主义”截然相
反的认同。这样的主张，虽然理论上逻辑上似乎环环
相扣，但在现实政治中却存在严重分裂中国的极度危

险。
革命派人士的上述主张，梁启超等人自是无法赞

同。梁启超指出，如果由于今日政府与满洲二位一体
的关系，因憎恶政府而憎满人，实是反满而不得其要，

混淆了建国与复仇的关系。为此他强调，排恶政府为
第一要义，排满不排满则非关键，设若恶政府为汉人政

权，亦应排之。对于革命派颇为欣赏的“一民族一国
家”的民族理论，他也表示怀疑，认为:“盖各国发育之
不同，如人面焉，未有以他国之历史，为我国之方针

也。”［10］即不能因为该论调来自西方，就一定奉为金科
玉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实行单一民族建

国主义，无疑会导致分裂，从而使国家陷入灭亡的危险

之中。
对于梁启超的看法，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

中予以系统驳斥，其主张代表了革命派的基本观点。
关于排满与排恶政府之关系，汪精卫指出，排满革命是

由于民族主义之故，而排恶政府是由于国民主义之故，

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必须俱达，否则国民只

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若“异族侵入，略施仁政，
便可以戴以为君”，那么庚子之变时，八国联军入京，
“比户皆树顺民旗”，依梁启超之逻辑，“亦将推为达时
势之君子乎”? 因此，他主张，满汉不能融合与势必排
满建国之理由，就是基于满汉不同种、不同国的缘故。
对于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汪精卫认为是梁氏不明
白“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的一种梦想，因国内他族
久已同化于我汉族，故应将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

夷，蒙古随而倾服，是时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

取之、同化之，乃属易易之事，所以排满“非狭隘的民族
复仇主义”，而是“劝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
置以求自处也”［15］。也就是说，排满是当务之急，最要
紧的是推翻满族统治，现在就放弃排满，讲求“大民族
主义”，只是一种梦想。实际上，从后来革命派提出和
实行“五族共和”民族思想的情形来看，梁启超的“大民
族主义”绝非梦呓，而是有现实依据的，并非不合情理。
总之，在立宪与革命、保皇与共和激烈交锋的清

末，中国知识精英的民族认同并非全然一致。梁启超
提出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实际意味着他倾向“大民
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 而革命派人士力主“排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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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所认同并欲建立的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双方各
抒己见，互有交锋，在各自的认同之路上前行，尚未交

集并形成共识。

四

对于“中华民族”以及相应的“大民族主义”民族
国家建构，各种政治力量形成认同共识，基本是在辛亥

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期间，革命领
袖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
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国内

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整体化趋势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民族问题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政府面临的最重要课

题之一，形势的变化，自然使得孙中山抛弃了排满的民

族革命任务，他立即接受了“中华民族”概念，并以官方
正式文件对外公布，这就是 1912年 1月 5日他作为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所言:“今幸
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

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盖
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

已，决不肯轻启战争。”［16］( P8) 与此同时，孙中山接受“五
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所谓“五
族共和”，就是“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
与共享人类之幸福”，民族统一是其基本原则。不仅如
此，“五族共和”思想更有助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流行
与推广。孙中山曾反对泛泛而谈所谓“五族共和”，而
是要求以汉族为主体，积极团结国内各民族，组成一个

大中华民族［17］( P394)。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为孙中山谈论“中华民族”最
为集中的时期。他说:“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
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庶几

今日乃有可庆祝之价值也。”［17］( P132) 即主张建设一个
“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国家，其目标是为
了给中华民族保留万年基业，民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

族认同的一致性于此充分显露出来。他还强调，“中华
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

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夫汉族光复，满清
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

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
何? 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
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
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7］( P186—187)。这样观点十分
鲜明的言论，表明他的民族观已跨越“五族共和”阶段，
且已摒弃大汉族主义遗存，确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的

现代民族和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与孙中山中华

民族观的演进同步，五四运动时期及之后，中华民族一

体化观念在社会各界也处于广泛传播阶段。各种政
治、社会力量，各行各业人士，乃至少数民族中的中坚
力量，都将“中华民族”概念贯穿于言论和行动中，表明
大家一致认同“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国领土上所有民
族的统一族称。
除观念层面外，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体制上确立了

民族国家的架构，也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认同。同盟
会成立时，孙中山曾对“创立民国”政纲作过解释:“今
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

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
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
者，天下共击之!”［18］( P297) 亦即他所要创立的中华民国，
是完全否定君权，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设议会、行宪法，
总统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就是近代民

族国家。中华民国的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
出现，可以说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孙中山的国家理想。
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又一

次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
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
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
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
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
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6］( P2) 民族统一、领土统一，
是近代民族国家必有之义。所以，无论在政权、主权层
面，还是在人民、土地层面，中华民国的建立，都为近代
民族国家认同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样也为中华民族认

同奠定了制度基础。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整个民国
年间，尽管历史颇有波折，但中华民族认同却从未动摇

过。
总之，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时

期。作为一个“政治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是在民族
危机达于顶点之时出现的，但其背后依托的则为中国

悠久历史所传承下来的华夏文化认同理念，“文化民
族”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根基。由于政治主张的差
异，辛亥革命前“中华民族”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直到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才使得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中华民族认同

和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相一致，中华民族认同终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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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提振与中华民族复兴
俞祖华

( 鲁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

精神，即大力倡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
本源，其在当下的活态传承、最新发展就是我们所处时
代的时代精神。实现民族复兴，须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亦要促成民族精神之现代转换。
一、“民族精神”一词与民族复兴观念几乎同步生

成，近代哲人反复强调民族复兴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支

撑

“民族精神”一词来源于西方，它产生于 18世纪德
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中。莫泽尔在《论德意志民族
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随后，黑格尔等思
想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加以阐发。“民族精神”概念的建
构，对近代德意志民族崛起及战后德国实现民族复兴

有着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呐喊也是与
对民族复兴愿景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精
神”一词的引入、中华民族精神概念的形成，与中华民
族复兴观念酝酿、定型是同步的。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当孙中山、梁启超提出“振兴
中华”、“少年中国”，民族复兴观念开始酝酿时，“民族
精神”一词随之出现，后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核心
的爱国主义也已提出。近代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
“中国魂”等词指称民族精神。1899 年，梁启超发表了
《爱国论》、《中国魂安在哉》等文，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
上的“爱国”一词并阐释了现代爱国论，又较早揭橥比
较接近中华民族精神之意的“中国魂”这一提法。他强
调，国魂关乎国运，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时两大民族的不同精神风貌。他在《中国魂
安在哉》一文中说:“日本人之恒言，有所谓日本魂者，
有所谓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 武士道者也。’
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
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既
然“国魂”对立国如此之重要，故对面临亡国灭种危机
的中华民族来讲，当务之急是“制造中国魂”、提振民族
精神。他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
中国魂者何? 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
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则兵之魂也。人民以国家为
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
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梁启超将“中国魂”的
实质概括为“爱国心与自爱心”，初步体认了爱国主义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这一思想。1904年《江苏》杂志
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首次提到了“民
族精神”一词，并即与民族兴亡密切地联系起来:“民族
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糜常者，皆其精神之强

弱为之也。”强调民族兴衰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强弱，西
方各国所以强盛，就在于“彼有一种如痴如狂不可思议
之民族精神在也”; 反观当时中国现状，“则可谓腐败空
虚，种种奇异缪悠之态，几无足自存于大地，则虽谓吾

族之精神已死可也”［2］( P837—840) ，由此导致近代中华民族

的不幸命运。因此，民族复兴系乎民族精神提振。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步确立，其时梁启

超、孙中山等人对国性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与民族复
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梳理，并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

基本内涵。1912 年，梁启超提出“国性”的概念，强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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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3］( P516) 陈独秀把社会进步的本质归结为创新，而
李大钊则把创造视为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强调文明

的人要做环境的主人，“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
而已矣”［14］( P174)。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提振，与中国

共产党人注重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弘扬与培育是分
不开的。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仍须
不断提振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力、民族自豪感、民族
创新力与民族自强精神，增强全民族精神力量，铸牢支

撑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复兴月刊〉为中
心》( 14YJC77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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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and Choices in the Ｒevival and Ｒ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1894 (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SUN Zhan － yuan，LI Fan，YU Zu － hua
Abstract: Since 1894，the revival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undergone many approaches and
choices． Sun Zhan － yuan thinks that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894 War against Japan to the 1911 Ｒevolution，
many historical events，such as the 1898 Ｒeform，the 1900 Boxers＇Movement and others，speed up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Fan thinks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not realized until the foun-
ding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1911 Ｒevolution． In the opinion of Yu Zu － hua，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national revival have concurred in China since 1894，but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reality，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 of times may gather the momentum of having China dream or the revival of the Chi-
nese nation come true by way of keeping abreast of times，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extracting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Key Words: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1894 War against Japan;
the 1911 Ｒevolution; the nation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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